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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

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 *

田北海 耿宇瀚

摘要：论文基于对湖北省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以社会交换理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支撑，运用因子分析法

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降维为工具型职业交往、情感型职业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关照型

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六种类型，运用频次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

现状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总体水平偏低，二者的职业交往多于生

活交往，工具型职业交往多于情感型职业交往，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多于亲密型、关照型生活交往；农民工与

市民的社会交往对其心理融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其中，工具型职业交往、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对

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较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主要源自工具性因素和外在吸

引；由于农民工与市民主要限于浅层次社会交往，其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为此，需要加快打破

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壁垒，加强舆论引导，促进农民工社区参与和社区合作，加强农民工资本建设，以促进农民工与

市民的社会交往及农民工心理融入。

关键词：农民工 市民 社会交往 心理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0730（2013）07- 0097- 1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由计划调

控向促进融入转型[1]，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引起学术

界的广泛关注。探讨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及其城

市融入机制，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学术界的共识是，

中国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2]或“虚城市化”

状态[3]。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有着更强烈

的市民化意愿[4]，但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

工，其市民化进程均面临层层障碍。对于农民工城

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主要将之归纳为制度

环境、舆论环境和个体特质三个方面。其中，制度

因素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

市场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三个方

面[5]；舆论环境因素体现为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偏

见和歧视[6]，个体因素主要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7]

和社会资本[8]。为此，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

城市融合三个环节改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环

境[9]，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与积累方面改善

其城市融入的个体条件[10]。

对于农民工社会交往现状，相关研究指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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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老乡、家庭

与工友组成的非正式网络[11]，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

在非对称的共生关系[12]；在交往特征方面，农民工

社会交往呈现明显的内卷化 [13]，具有封闭性和内

倾性[14]；在交往领域方面，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以

工具性交往为主[15]，情感性交往占很小的比例，但

正在逐步向开放型社会交往转变[16]。也有学者专门

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研究发现，新生

代农民工的交往行为正渐次地向理性化、非人格

化和正式化过渡[17]，并呈现空间转移、对象变化、交

往媒介多样化及意识形态异化等新特点[18]。对于农

民工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主要将其归纳

为心理和环境两个方面，即：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

位差影响其社会交往[19]，农民工住房条件差、生活

空间边缘化亦限制了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20]。

已有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内容方面，农民工融入

研究主要集中在浅层次的经济融入和整体层次的

市民化，忽视了作为中间链条的社会交往；现有的

农民工社会交往研究仅从整体层面分析了农民工

社会交往的特征，未能对其在职业和生活两种不

同场域的社会交往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在研究

视角方面，或者仅从农民工自身需要和行为逻辑

出发，分析其市民化现状及困境；或者仅从市民对

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出发，探讨影响其市民化的障

碍因素，忽视城市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促

进或阻滞作用。再次，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从

理论、逻辑层面对农民工社会交往进行探讨，以实

证调查为基础、以群际互动理论为支撑的系统研

究还不够充分。

基于此，本文以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社会

交换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支撑，将农民工与市民

的社会交往划分为职业交往和生活交往两大不同

类型，深入探讨农民工与市民在不同场域的社会

交往现状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社会交换论指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

归结为交换行为。社会交换源自于社会吸引，通过

交换，人们一方面可以获得内在报酬和外在报酬，

另一方面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由于交换各方在吸

引力方面存在差异，在交换中会形成权力和地位的

不均衡，由此导致社会结构的整合和分化 [21][22]。

基于社会交换论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对

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城市的先进

文明与优越生活对农民工有巨大的社会吸引，城

市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便捷的公共服务等构成了

对农民工的外在报酬；对于市民而言，多数农民工

从事着一般市民不愿从事的底层工作，他们为城

市建设及满足市民生活需要提供了廉价的劳动

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对城市社会及市民形

成了一定的社会吸引。于是，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

交换成为可能。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多数市

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优于一般农民工。因此，在

与市民的交换过程中，农民工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其对市民的社会吸引主要表现为物质、工具方面

的外在吸引，而不是精神层面的内在吸引。相应

地，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主要以获取物质报

酬的工具性交往为主，而以获取精神层面内在报

酬的情感性交往相对较少；在交换关系不平等的

前提下，其生活交往往往仅限于浅层次水平。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关于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

现状的假设如下：

假设 1：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相对较少，

且主要限于浅层次的社会交往。具体表现为，农民

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以职业交往为主；在职业交

往中，工具型交往多于情感型交往；在生活交往

中，浅层次礼节型、互惠型交往多于深层次亲密

型、关照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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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的接触是改善群际关

系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是减少群际偏见的最主要

方式。[23]然而，群际接触要想产生积极效应，尚需具

备四个条件，即：平等的群体地位；共同的目标；群

际间的合作；权威、法律和习俗的支持。[24]

逐一分析上述四个条件，不难发现：第一，在

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农民工一直是

弱势群体，二者的地位并不平等；第二，尽管一些

农民工正尝试融入城市社会，但其与市民在生活

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两大群体

很少有共同目标；第三，缘于工具性需要，农民工

与市民的职业交往日渐深入，工作场域中合作型

群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强化，然而由于居住

空间的隔离（多数农民工居住在工地、厂房或单位

宿舍），多数农民工与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集很

小，生活场域中合作型群体关系尚有待拓展；第

四，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仍然面临诸多障碍，

但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也在经历由限制到服务的

转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法律、政策环境也在

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

积极效应开始获得更多权威、法律和习俗的支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

影响其心理融入的假设如下：

假设 2：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和农民工与市民

的社会交往水平显著相关；但目前无论是职业交

往，还是生活交往，都仅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有微弱

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4 月对湖北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调查过

程中，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方法，分别抽取了 1 个

省会城市（武汉）、2 个地级市（十堰和荆门）和 1 个

县级市（云梦）；在每个城市按国有、民营、三资性

质和大、中小企业规模的差别抽取 6 个企业，在每

个企业内各随机抽取 10~20 名（中小企业 10~15

名、大型企业 20 名）农民工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

480 份问卷，收回问卷 418 份，回收率为 87.1%。

从表 1 所列的调查样本特征来看：（1）在来源

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主要来自本省（79.5%），其中，

45.7%的样本来自本市；（2）在性别分布上，调查对

象以男性为主，占有效样本的 57.1%；（3）在年龄分

布方面，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31.5 岁，青壮年劳动

力比例高达 74.5%；（4）在婚姻状况方面，调查对象

以已婚农民工为主，占有效样本总数的 63.4%；（5）

在行业分布方面，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

业、建筑装饰业和餐饮住宿业，即在劳动密集型行

业就业的受访者居多；（6）在单位规模方面，多数

农民工（74.3%）在雇员人数为 500 人以下的中小

企业就业；（7）在单位所有制性质方面，多数农民

工（75.2%）在私营、民营、个体经营等体制外单位

就业。样本特征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5]对全国农

民工调查的样本特征大致相同，说明此样本具有

较好的代表性。

（二）测量指标的操作化

1.社会交往测量指标的操作化与因子分析

（1）社会交往测量指标的操作化

本文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一级指标下

设职业交往和生活交往两个二级指标。在职业交

往二级指标下，设置了 8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2 第

1 列）；在生活交往二级指标下，设置了 15 个三级

指标（详见表 3第 1 列）。在测量上述指标时，分别

询问农民工在工作中和工作之余与市民在各方面

互动的频繁程度，按“从不”、“很少”、“偶尔”、“经

常”、“总是”的顺序以 1~5 分对每一个变量进行赋

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在该指标下与市民的交往频

繁程度越高。

（2）职业交往的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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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样本数量加总后不等于有效样本数，原因是部
分样本答案存在缺失值。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的描述统计

类别 变量 频次 有效百分比（%）

来源
地

本市 189 45.7

本省但非本市 140 33.8

外省 85 20.5

性别
男 236 57.1

女 177 42.9

年龄

29 岁及以下 190 46.6

30～39 岁 144 27.9

40～49 岁 85 20.8

50 岁及以上 19 4.7

婚姻
状况

已婚 246 63.4

未婚 142 36.6

文化
程度

未受过正式教育 18 4.3

小学 34 8.2

初中 194 46.9

高中、中专或技校 140 33.8

大专 27 6.5

本科及以上 1 0.2

所在
行业

加工、制造业 162 40.0

建筑、装饰业 86 21.2

餐饮住宿业 102 25.2

其他 55 13.6

单位
规模

99 人及以下 119 29.5

100~499 181 44.8

500~1999 49 12.1

2000 人以上 55 13.6

单位
所有
制性
质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 84 20.6

集体企事业 17 4.2

个体经营 46 11.3

私营 / 民营企事业 231 56.8

外资企业 5 1.2

中外合资企业 23 5.7

其他 1 0.2

鉴于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变量较多，本

文采取因子分析法对职业交往和生活交往下的三

级指标分别进行降维，以形成少量有代表性、概括

性强、互相之间存在独立性的公因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采用 KMO 样本测度以及

Bartlett 球体测试对农民工与市民职业交往的 8 个

变量进行了相关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824，Bartlett 球 形 度 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1153.22，且在 0.000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上述 8 个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

在因子分析过程中，采用主成份法抽取因子，

采用正交旋转法中的极大方差法对因子矩阵作变

换。通过降维，得到旋转成份矩阵。如表 2所示，两

个主成份特征值均大于 1，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65.25%。因此，可以提取公因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及每个公因子所涉及的指

标内容，将公因子 1 命名为“工具型职业交往”，指

农民工与市民在工作过程中围绕工作本身而展开

的社会交往，主要解释“相互讨论工作”、“彼此协

助对方的工作”、“向对方传授工作经验”和“就工

作问题展开争论或表示反对意见”4 个变量；将公

因子 2 命名为“情感型职业交往”，指农民工与市

民在工作过程中因情感和归属需要而展开的社会

交往，主要解释“聊天、谈家常”、“开玩笑”、“讨论

对方的感觉和情绪”和“一起吃饭、喝酒”4 个变量。

提取公因子后，以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中每个

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两个公因子得

分，并由此生成两个新的变量（因篇幅所限，因子

得分系数矩阵及方程未在文中列出）。

（3）生活交往的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采用同样方法对农民工

与市民生活交往的 15 个变量进行相关检验。检验

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0，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

近似卡方值为 2589.82，且在 0.00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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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民工与市民职业交往的旋转成份矩阵 表明上述 15 个变量达到了因子分析要求。

在因子分析过程中，采用同样方法得到生活

交往的旋转成份矩阵。如表 3 所示，4 个主成份特

征值均大于 1，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68.57%。因此，

可以提取公因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及每个公因子所涉及的指

标内容，将公因子 3 命名为“互惠型生活交往”，指

农民工与市民以互帮互助为表现形式的日常生活

交往，主要解释“对方生病时给予问候”、“对方有

经济困难时借钱、捐物”、“对方生病时给予照顾”、

“日常生活中帮点小忙”和“相互排忧解愁、倾诉、

开导”5 个变量；将公因子 4 命名为“关照型生活交

往”，指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发生的为对方提供深层

次关怀和照顾的生活交往，主要解释“帮助对方协

调家庭矛盾和纠纷”、“帮助对方管教、照顾子女”、

“为对方解决婚姻、恋爱问题牵线、搭桥”和“在对

方受到权利侵害时，为其主持公道”4 个变量；将公

成份

F1 F2

相互讨论工作 0.85 0.15

彼此协助对方的工作 0.83 0.12

向对方传授工作经验或
技巧

0.80 0.19

就工作问题展开争论
或表示反对意见

0.65 0.35

聊天、谈家常 0.12 0.86

开玩笑 0.23 0.83

讨论对方的感觉或情绪 0.12 0.79

一起吃饭、喝酒 0.33 0.58

新因子命名
工具型
职业交往

情感型
职业交往

特征值 2.64 2.58

KMO值 0.83

Bartlett‘s 球形检验 χ2=1153.22df=28 Sig.=0.000

解释量（%） 32.95 32.30

累计解释量（%） 65.25

表 3 农民工与市民生活交往的旋转成份矩阵

成份

1 2 3 4

见面时打招呼 0.19 -0.02 0.83 0.01

在一起聊天，拉家常 0.15 0.14 0.74 0.28

逢年过节互致问候 0.31 0.20 0.68 0.24

平时互相串门，到对方家里做客 0.19 0.22 0.46 0.60

一起吃饭、喝酒 0.21 0.18 0.27 0.77

一起休闲、娱乐 0.17 0.12 0.04 0.85

日常生活中互相帮点小忙 0.71 0.08 0.21 0.33

对方有经济困难时借钱、捐物 0.74 0.22 0.14 0.32

对方生病时给予问候 0.79 0.21 0.31 0.09

对方生病时给予照顾 0.74 0.40 0.06 0.08

相互排忧解愁、倾诉、开导 0.68 0.26 0.27 0.06

为对方解决婚姻、恋爱问题牵线、搭桥 0.17 0.69 0.02 0.14

协助对方管教、照顾子女 0.18 0.79 0.17 0.12

帮助对方协调家庭矛盾与纠纷 0.20 0.84 0.12 0.07

在对方受到权利侵害时，为其主持公道 0.41 0.63 0.06 0.20

新因子命名 互惠型生活交往 关照型生活交往 礼节型生活交往 亲密型生活交往

特征值 3.21 2.68 2.28 2.12

KMO值 0.90

Bartlett‘s 球形检验 χ2=2589.82df=105Sig.=0.000
解释量（%） 21.40 7.84 15.22 14.11

累计解释量（%） 6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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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5 命名为“礼节型生活交往”，指农民工与市

民之间用于维系关系的浅层次日常生活交往，主

要解释“见面时打招呼”、“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和

“逢年过节互致问候”3 个变量；将公因子 6 命名为

“亲密型生活交往”，指农民工与市民为促进友谊

而进行的较深层次生活交往，主要解释“一起休

闲、娱乐”、“一起吃饭、喝酒”和“平时互相串门，到

对方家里做客”3 个变量。按交往层次排列，由浅入

深依次为“礼节型生活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

“亲密型生活交往”和“关照型生活交往”。

提取公因子后，以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中每个

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分别计算 4 个公因

子得分，并由此生成 4个新的变量。

2.心理融入指标的操作化

本文将农民工的心理融入设为一级指标，下

设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平感、适应性和自我认同 3

个二级指标。

其中，在“公平感”二级指标下设 5 个三级指

标，分别是：（1）收入没有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

（2）工资是否经常受到老板的克扣；（3）感觉社会

对自己不公平；（4）感受到城里人对外来打工者的

排斥；（5）感到在城里低人一等。在测量上述指标

时，分别询问调查对象有上述各种感受的频繁程

度，按“总是有”、“经常有”、“偶尔有”、“很少有”、

“从没有”的顺序以 1~5 分对变量进行赋分，得分

越高表示心理融入度越高。

在“适应性”二级指标下设 8 个三级指标，分

别是：（1）我不喜欢农村的生活；（2）我已经适应了

城市的生活；（3）我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留在城

市；（4）我已经熟悉了打工地的语言；（5）在城里打

工以来，我感觉自己的地位提高了；（6）城里的工

作对于我很重要；（7）我能够与城里人和睦相处；

（8）我能够与城里人成为朋友。在测量上述指标

时，分别询问上述各种说法与调查对象实际情况

的符合程度，按“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好

说”、“比较符合”、“完全符合”的顺序以 1~5 分对

变量进行赋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融入度越高。

在“自我认同”二级指标下设 9 个三级指标，

分别是：（1）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2）农民工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3）城市对

外地人的各种限制太多；（4）农民工只能在城市干

脏活、累活、重活；（5）农民工抢了城市人的工作机

会；（6）农民工影响城市社会治安；（7）农民工加剧

了城市交通压力；（8）农民工影响城市环境、卫生；

（9）农民工增加了城市负担。在测量上述指标时，

请调查对象就上述说法逐一做出评价。其中，前 2

个指标按“完全反对”、“不太赞同”、“不好说”、“比

较赞同”、“完全赞同”的顺序以 1~5 分对变量进行

赋分；后 7 个指标按相反的顺序以 1~5 分对变量

进行赋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融入度越高。

在计算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度时，本文采用算

术平均值计算法，取公平感二级指标下所有 5 个

变量的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公平感水平的得分

均值；取适应性二级指标下 8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

值，以此作为适应性水平的得分均值；取自我认同

二级指标下 9 个变量的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自

我认同水平的得分均值；取公平感水平、适应性水

平和自我认同水平的算术平均值，以此作为农民

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的得分均值。

四、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现状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4），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

往总得分均值为 2.78，其交往水平介于“很少交

往”与“偶尔交往”之间，且倾向于“偶尔交往”。其

中，39.2%的农民工与市民“很少交往”，27.8%的农

民工与市民“偶尔交往”，尚有 13.2%的农民工与市

民“从不交往”。上述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与

市民交往频繁程度偏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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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民职业交往的得分均值为 2.90，生活交往的

得分均值为 2.63，前者得分均值略高于后者。可

见，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多于生活交往。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中，工具型职业

交往的得分均值是 2.95，情感型职业交往的得分

均值为 2.85，两种类型的职业交往均处于中等偏

低水平，但工具型职业交往的得分均值要稍高于

情感型职业交往。

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礼节型生活

交往的得分均值最高，为 3.25 分，其交往水平介于

“偶尔交往”与“经常交往”之间；互惠型生活交往

的得分均值次之，为 2.88 分，其交往水平介于“很

少交往”与“偶尔交往”之间，且倾向于“偶尔交

往”；亲密型生活交往的得分均值较低，为 2.36 分，

其交往水平介于“很少交往”与“偶尔交往”之间，

且倾向于“很少交往”；关照型生活交往的得分均

值最低，为 2.07 分，其交往水平接近于“很少交

往”。可见，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浅层次

的礼节型交往、互惠型交往多于深层次的亲密型

交往和关照型交往。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

往还极其有限，且交往层次较浅，多以工具型职业

交往和浅层次的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为主。由

此，原假设 1得到验证。

（二）农民工心理融入现状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 5），农民工在公平感水

平、适应性水平和自我认同水平方面的得分均值

分别为 3.64、3.49、3.80，其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得分

均值为 3.64。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职业身份认同方

面，40.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31.5%的农民

工认为自己是农民，27.6%的农民工“说不清”；在

社会身份认同方面，51%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

“乡下人”，35.1%的农民工“说不清”，仅有 13.9%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上述数据表明，多

数农民工已经开始形成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但

其心理融入水平仍然较低。

（三）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与其心理融入

水平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

总得分与其心理融入水平的相关系数为 0.267，显

著性水平 p值为 0.000<0.01，表明农民工心理融入

整体水平和农民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整体水平显著

正相关。

进一步分析发现（见表 6），农民工与市民的礼

节型生活交往、亲密型生活交往与其公平感认知

水平显著正相关；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六种

不同类型均与其适应性水平显著正相关；农民工

与市民社会交往的六种不同类型均与其自我认同

水平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农民工心理融入水平与其和市民

的社会交往水平密切相关，并很有可能受到社会

交往水平的影响。由此，原假设 2部分得到验证。

表 4 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得分的描述性分析

有效样本 均值 标准差

一级指标 社会交往总得分 322 2.78 0.58

二级指标
职业交往 361 2.90 0.74

生活交往 360 2.63 0.64

三级指标

工具型职业交往 369 2.95 0.87

情感型职业交往 367 2.85 0.85

互惠型生活交往 380 2.88 0.79

关照型生活交往 381 2.07 0.78

礼节型生活交往 392 3.25 0.81

亲密型生活交往 393 2.36 0.84

表 5 农民工心理融入的描述性分析

有效样本 均值 标准差

一级指标 心理融入整体水平 356 3.64 0.48

二级指标

公平感水平 392 3.64 0.93

适应性水平 376 3.49 0.72

自我认同水平 390 3.80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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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

入影响的回归分析

基于前文的假设，本文将农民工与市民各种

类型的社会交往设为自变量，将年龄、性别、文化

程度和婚姻状况设为控制变量，将农民工心理融

入的整体水平、心理融入的三个维度（公平感水

平、适应性水平和自我认同水平）分别设为因变量

Y1、Y2、Y3 和 Y4，进而构建社会交往影响农民工

心理融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为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水平，Xi为农民

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因素即自变量，βi为影响因素

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β0为常量。

模型 1显示（见表 7），工具型职业交往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有显著

影响，农民工与市民的工具型职业交往水平每提

高 1 个单位，其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得分就增加

0.085 倍。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在 95%的统计水平

上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有显著影响，女性

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得分比男性高出 13.6%。

模型 2显示（见表 7），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

型生活交往分别在 95%和 99%的统计水平上对农

民工公平感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农民工与市

民礼节型生活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其公平

感水平就提升 0.19 倍；农民工与市民亲密型生活

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其公平感水平就提升

0.276 倍。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和文化程度分别在

99%和 95%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公平感有显著影

响。具体表现为：女性农民工的公平感水平是男性

的 0.327 倍；农民工的学历层次每上升 1 个档次，

其公平感水平就下降 0.144 倍，即农民工学历层次

越高，其对不公平现实的感知越强烈。

模型 3显示（见表 7），工具型职业交往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适应性有显著影响，农民

工与市民的工具型职业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

位，其城市适应性水平就提升 0.12 倍。

模型 4显示（见表 7），互惠型生活交往在 95%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水平有显著影

响，农民工与市民的互惠型生活交往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其自我认同水平就提升 0.161 倍。在控制

变量中，年龄在 99%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民工自我

认同水平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年龄每增加 1 岁，其

自我认同水平就下降 0.016 倍。

在农民工与市民六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交往

中，情感型职业交往和关照型生活交往对农民工

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及各维度的影响均不显著。可

能的解释是，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中，情感

型职业交往相对缺乏；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

往中，关照型生活交往普遍缺乏。因此，两种交往

类型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积极影响尚无法在数据

中得到显现。

综上所述，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业交往中，工

具型职业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及适应

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农民工与市民的生活交

往中，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对提升

农民工的公平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互惠型生

工具型职业交往 情感型职业交往 互惠型生活交往 关照型生活交往 礼节型生活交往 亲密型生活交往

公平感 0.064 0.070 0.051 -0.042 0.164** 0.134**

适应性 0.228** 0.123* 0.188** 0.187** 0.136** 0.126*

自我认同 0.175** 0.125* 0.215** 0.134* 0.196** 0.112*

表 6 农民工与市民各类型社会交往与三种类型心理融入水平的 Pearson相关系数

注：*p<0.0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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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农民工心理融入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系数）

注：*p<0.05，**p<0.001

活交往对提升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水平具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但其回归系数均小于 0.3，表明其影响

均比较微弱。也就是说，无论是整体层次的社会交

往，还是职业交往或生活交往，都仅对农民工心理

融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由此，原假设 2 得到验

证。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以社

会交换论和群际接触理论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

法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降维划分为工具型职

业交往、情感型职业交往、互惠型生活交往、礼节

型生活交往、关照型生活交往和亲密型生活交往

六种类型，并运用频次分析法、相关分析法和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现

状及其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

论如下：

第一，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总体水平偏

低，二者的职业交往多于生活交往，工具型职业交

往多于情感型职业交往，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

多于亲密型、关照型生活交往。

第二，尽管多数农民工已经开始形成融入城

市社会的意愿，但多数农民工尚未实现在城市社

会的心理融入，其心理融入水平仍然较低。

第三，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对其心理融

入有微弱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农民工与市民的职

业交往中，工具型职业交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整

体水平及适应性水平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农民

工与市民的生活交往中，礼节型生活交往和亲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整体融入水平 公平感水平 适应性水平 自我认同水平

(常量) 3.086** 2.919** 2.248** 3.905**

工具型职业交往 0.085* 0.108 0.120* 0.041

情感型职业交往 -0.011 -0.065 0.068 -0.017

互惠型生活交往 0.021 -0.111 0.015 0.161*

关照型生活交往 -0.013 -0.157 0.116 0.009

礼节型生活交往 0.076 0.190* -0.016 0.046

亲密型生活交往 0.088 0.276** 0.043 -0.035

性别 0.136* 0.327** 0.040 0.053

年龄 -0.003 -0.002 0.009 -0.016**

文化程度 -0.037 -0.144* 0.063 -0.032

婚姻 -0.078 0.011 -0.108 -0.137

样本数 265 282 275 280

F 检验 3.384** 3.985** 3.446** 3.312**

R2 0.118 0.128 0.115 0.110

调整后的 R2 0.083 0.096 0.082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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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活交往对提升农民工的公平感水平具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互惠型生活交往对提升农民工的自

我认同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控制变量中，

性别对农民工的心理融入整体水平和公平感水平

有显著影响，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上述两个维度

的融入水平更高；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公平感水平

有显著的负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农民工的不公平

感越强烈；年龄对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水平有显

著的负影响，年龄越大，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水平

越低。

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

交往还极其有限，且交往层次较浅，多以工具型的

职业交往和浅层次的礼节型、互惠型生活交往为

主，其社会交往主要源自于工具性因素和外在吸

引。由于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主要源于工具

性因素和外在吸引，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其在

社会交往中从对方所获得的报酬均以经过计算而

形成的“工具性赞同”等外在报酬为主，均较少获

得以“社会承认”为表现形式的内在报酬[21]。由于内

在吸引和内在报酬的缺乏，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

交往关系是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在农民工与市民

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源于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及

两大群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背景、生活

习惯及经济社会地位方面的显著差异，两大群体

的交往关系是不平等的，二者也尚未形成群际交

往的共同目标，其合作领域亦有待拓展和深入，促

进二者平等、和谐互动的政策与制度、舆论与观念

环境亦尚需要完善。因此，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

往对农民工心理融入积极效应的显现尚需时日。

因此，要促进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及其

心理融入，首先，要加快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壁

垒，不仅在称谓上而且在实质上赋予农民工“市民

权”，缩小乃至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社会权利的不平

等；其次，要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消除市民对农

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增强农民工的自我认同感，传

播、提升农民工与市民和谐互动的正能量；再次，

要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和社区建设体系，在让更多农民工共享社会发

展成果的同时，促进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及其与市

民的社区合作，增进农民工与市民的了解与认同，

培养共同体意识与城市认同感；最后，要帮助农民

工在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就业能力的同时，提升其

文化素质，拓展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提升其融

入城市的个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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